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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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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组织污名是社会对组织的一种刻板印象、负面评价或歧视。本文从组织污名理论

视角出发，首先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了关于国际化绩效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基于信息不对称理

论阐释了地理距离、文化交流和政治关联对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企业在2006—2012年期间首次去东道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97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

本，利用SPSS19.0分析软件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地理距离、政治关联强化了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负效应，

而文化交流则对双边间的负效应起到了弱化作用。研究发现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

有效规避和弱化组织污名的负面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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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战略资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战略。随

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成为东道国重要的政治议

题，由此导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被负面评价或被污名化（Sutton和Callahan，1987）。
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因为被社会受众所给予的负

面评价、刻板印象或歧视而染上组织污名（organizationl stigma），这会对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获

取资源、市场及技术，以及提升企业国际化绩效等产生影响。因此，研究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

绩效的影响非常有必要。然而，由于组织污名理论在我国发展还不够成熟，当前对组织污名与

绩效展开的研究比较匮乏，且基本为定性研究，缺乏深入、系统的定量研究。但目前有关企业国

际化绩效的已有研究颇多，且大多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下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因素而展开分

析，如Hennart等（2002）基于外来者劣势理论视角，通过详细调查32家日本制造业退出美国市

场的原因发现，其中有13家是因为外来者劣势造成企业内部与外部混乱受挫，显著地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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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绩效从而退出美国市场；黄中伟等（2010）和姜海燕（2013）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认为社

会网络关系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取市场资源和合法性的重要渠道，必须广泛利用以弥补信

息和成本等方面的劣势，进而促进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升；Kim等（2012）和康青松（2015）基于

组织学习理论视角，得出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后通过组织学习可以获取相关知识并积累经

验，有助于对外投资进程中绩效的提升；Collins和Montgomery（1995）、Alvaro等（2007）基于资

源基础观理论视角，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经营中国际化绩效的获取，除具备准确的市场定位

和完善的企业战略外，还应拥有一系列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尽管已有有

关企业国际化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比较丰富，但是从组织污名理论视角出发，以新兴经济体

国家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国际化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针对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

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想当然的、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这一现象（魏江和杨洋，2018），基于组织

污名理论，探究组织污名是否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以及地理距离、文化交流和政治关联对调

节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实证

结果为中国企业如何规避或弱化组织污名以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国际化经营

提供对策建议。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组织污名理论给出了影响企业国际化

绩效影响因素的新的解释视角。已有有关企业国际化绩效的相关研究大多从外来者劣势理论、

制度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进行阐述，但是忽略了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进入到东道国时面

临被“想当然、污名化的刻板印象”的广泛现象，本文对中国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易被污名

化的现象进行了探究式的研究。另一方面，尝试性的寻找组织污名的代理变量和情境变量，增

强了已有研究的情境性和解释力。已有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样本，但考虑到国家体制、

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本文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并通过检验组织污名与地

理距离、文化交流和政治关联这三个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以此来探究不同情境因素下组织污

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为阐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组织污名的影响提供了初步见解。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组织污名是社会对组织的一种负面评价、刻板印象或歧视。污名这一概念是经美国著名社

会学家Goffman（1963）首次提出，后由Sutton和Callahan（1987）将其延伸到组织层面，并将组织

污名定义为社会大众对组织属性的一种深度质疑，以及基于此质疑下而对组织做出负面评价。

国内学者张斌等（2013）基于越轨社会学贴标签理论，认为组织污名是社会对组织的一种消极

社会评价，当组织行为不当以至于超越某种规范或价值观时，便会很容易导致组织污名的产

生。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基础将组织污名拓展至贸易投资领域，并将其定义为：当特定利益相关

者发现或感知到组织与其自身价值观或规范明显不一致时，而对组织采取消极评价或标签化

的一种负面归属过程，即组织污名是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一种负面评价、刻板印象或歧视。

任何企业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因为被社会受众所给予的负面评价而染上组织污名，面临

被污名化的风险（Hudson，2008）。中国企业进入到东道国的时候，由于双边制度差异和信息缺

失的存在，会使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中国企业组织身份核心属性缺乏正确的认知与判断，进

而对中国企业组织身份核心属性存在刻板印象、偏见或歧视（任兵和郑莹，2012；Asmussen和
Goerzen，2013），进而遭受组织污名。这种组织污名突出表现为三个维度：不公平竞争、侵犯知

识产权、企业行为具有“政治目的”。具体看来，中国企业去东道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面临

由于制度差异和信息缺失而导致的组织污名化风险，突出表现为东道国国家在WTO规则下以

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危害与损失而频繁滥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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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组织污名会导致跨国企业合法性缺失，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具体看来：一方面，组织

污名的存在，会造成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规制、规范合法性缺失。作为“外来者”的跨国企业

在进入不熟悉的“异乡”东道国市场时，通常难以符合或满足东道国政府或行业的进入门槛

（Edman，2016）。并且，由于法律完善程度和价值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等利益相

关者在面对来自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往往会带有偏见或歧视（Prusa和
Susan，2002）。而组织污名的存在，会使这种歧视性行为更为严重（宋利芳，2012）。比如，发达国

家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会通过制定诸如反垄断法等严格的法律制度，使“外来者”跨国企业在东

道国面临规制合法性缺失。同时，遭受组织污名的跨国企业因其行为而难以赢得东道国社会受

众的信任与认可（Elsbach和Bhattacharya，2001），从而很难与东道国己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相融合，再加上规范合法性自身的隐蔽性，使得成长于母国的跨国企业很难清晰明确地感知东

道国社会规范（Pogrebnyakov和Maitland，2011），致使跨国企业在东道国也面临规范合法性缺

失。另一方面，组织污名的存在，也会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认知合法性的缺失。认知合法

性侧重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是一种结构化的信念机制（Lilach，2008）。遭受组织污名的跨

国企业，难以被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正确的熟知与了解，更难以同东道国社会受众的认知观念相

一致，进而面临认知合法性缺失。

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合法性缺失，会通过阻碍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资源获取、降低利益相

关者信任度两方面来影响跨国企业的异国经营成本，从而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影响。具体来

看：一方面，规制与规范合法性的缺失，会对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中资源的获取产生阻碍作

用，进而导致企业关系成本的提升。缺失规制与规范合法性的跨国企业，其在行为上很难同东

道国利益相关者保持一致（杜晓君等，2014），而对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来说，其更愿意与那些

同自身规制与规范保持一致的企业合作并提供相应资源（Parsons，1960）。所以，规制、规范合

法性的缺失对跨国企业来说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在东道国市场中的资源获取（Kostova和
Zaheer，1999；Prusa和Susan，2002）。而跨国企业为克服因合法性缺失而带来的资源获取障碍，

则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来了解或熟知东道国既有的社会规范与惯例。另一方面，认知合法性的

缺失，会导致跨国企业面临信任危机以及歧视成本的增加。跨国企业一旦认知合法性缺失，就

会更难以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并容易遭受信任危机（曾楚红等，2008）。而这

种可信度的缺失会引起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的偏见与歧视，具体看来这些偏见与歧

视可能体现在政治或民族中心主义等方面，如东道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对跨国企业设定更

高的市场进入标准、消费者因爱国主义和刻板印象等情绪排斥和拒绝跨国企业产品等

（Bhanji和Oxley，2013；杜晓君等，2014），影响跨国企业投资经营。跨国企业为改变利益相关者

对自身的这一歧视态度，需要不断支付额外的成本对自身企业形象及产品进行积极地信号显

示，这一过程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与难度，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曾楚红等，2008；黄韫

慧和施俊琦，2011）。综上可见，组织污名会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面临合法性缺失，不利于跨

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中获取资源并使得经营成本提升，进而对企业国际化绩效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地理距离的调节作用

地理距离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来源，地理距离越大，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信息缺失程

度就越大（Ragozzino，2009；杜晓君和万丽霞，2012）。信息缺失的存在，会使东道国利益相关者

在面对具有“外来者”身份的跨国企业时存在认知缺陷，面临认知成本的增加，而如果认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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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可能会更倾向于利用来源国形象等群体化评价来简化其对跨国企业

的认知与识别，进而影响跨国企业合法性的获取（Ragozzino，2009）。具体来看：一方面，地理距

离会导致东道国利益相关者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谈判成本以及市场信息交换成本等各类

成本的增加，影响认知效率。相较于本土化企业，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具有“外来人”身份的跨

国企业的相关信息缺乏了解，这需要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花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了解跨国企

业，搜集有关跨国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而更好地开展双边间投资合作（Ragozzino，2009）。而地

理距离的增加会带来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在信息搜寻、沟通交流等方面认知成本的增加，并难以

就相关问题同跨国企业立刻取得联系及迅速解决，进而影响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效率。另

一方面，地理距离越大，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越难以获取跨国企业的隐性信息，例如跨国企业的

目标、期望、愿景等（Chakrabarti和Mitchell，2013），会面临更高的认知成本。通常情况下，跨国

企业的隐性信息很难进行跨距离传播（Knoben和Oerlemans，2006），所以东道国利益相关者为

了解跨国企业会面临较高的认知成本。而如果认知成本过高，则会导致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倾向

于依赖跨国企业固有的来源国形象、企业声誉、组织身份等刻板印象进行替代识别与判断（任

兵和郑莹，2012；Andéhn等，2016），这使得跨国企业难以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正确的认知与

判断（Chattalas等，2008；Suh等，2016），面临合法性缺失，进而负面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综合

看来，地理距离越大，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的信息认知成本就越高，这会使得东道国

利益相关者越倾向于依赖跨国企业来源国效应等刻板印象来简化其对跨国企业的认知，而发

展中国家的来源国效应通常具有负面效应（de Beule等，2014），容易遭受来源国歧视与不公平

对待（Brodie和Benson-Rea，2016），从而导致跨国企业面临合法性缺失，进而负面影响企业国

际化绩效。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地理距离越大，越能增强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负向影响。

（三）文化交流的调节作用

文化交流会弱化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文化交流的存在会使跨国企业更

易于被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所熟知或所了解，易于被正确认知并获得支持，进而有利于合法性的

获取与提升。已有研究得出，社会受众对其他国家文化熟悉度和适应度会随着两国间的文化交

流的增加而提高（Brown，2008），进而对外来企业的行为、品牌形象及来源国形象等产生正确

的认知与判断（Balabanis和Diamantopoulos，2008；Moeller等，2013）。具体看来，一方面，国家政

府组织层面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积极正确的来源国形象的树立与显示，从而不断获取正确

的认知与判断，提高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杜晓君等，2014）。这是因为政府官员层面的

这种文化交流能够促进彼此间在规范、价值观层面上更加的深入沟通、信任或融合，与此同时

会使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来源国的信任度和亲和力也会逐渐增强，并在认知和行

为上不断改变对其固有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在不断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与交流的同时有利于跨

国企业在东道国合法性的获取与提高（唐虹，2009）。另一方面，非国家政府组织层面的文化交

流加强了双边间的信息沟通与正确认知，可以降低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之间固有的

不熟悉与偏见，有助于双边社会受众在不同价值观念和认知观念上的相互沟通、理解与认可

（唐虹，2009），进而促进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认知合法性的提升。总体看来，这是因为随着文化交

流的不断深入，东道国与跨国企业彼此间的信息缺失程度会逐渐减弱，而双边间的熟悉度与认

知度会不断加深，这会使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逐渐改变其内心深处对跨国企业固有的刻板印

象与偏见，并重新客观审视或认知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行为，进而对其不断认可与信任，

从而可能促使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合法性的提升，进而降低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负面

影响。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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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3：文化交流的强度越大，越能减弱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负向影响。

（四）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政治关联可能是一种负向的信息

资本（邓新明等，2014；闫雪琴和孙晓杰，2016）。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拥有政治关联关系的

跨国企业可能会因这些“政治烙印”“母国印记”而遭受到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怀疑、歧视、抵制

或误解，而双边间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缺失更易造成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产生这种

认知扭曲与认知误解，面临被污名化的风险，进而影响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合法性的获取（邓新

明等，2014；杜晓君等，2015）。具体看来：一方面，具有政治关联性的跨国企业更容易引起东道

国利益相关者的怀疑与警惕，容易遭受不公平对待或歧视，不利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合法性的

获取。这是因为基于信息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往往会将具有政治关联性的跨

国企业负面标签化，比如将其贴上“追求政治目的”“受政府控制”“具有本质缺陷”等标签，并对

其采取不信任或歧视态度。此外，基于对国家战略、资源和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具有政治关

联性的跨国企业更容易遭受东道国政府不公平、不利的对待，比如：更为严格的关税审查、更高

地进入壁垒限制等，进而不利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规制规范合法性的获取（Meyer等，2014）。
另一方面，组织身份中的政治关联性，使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难以获得组织认同，面临合法性缺

失。政治关联性的存在，会使跨国企业更易遭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怀疑与否定（Tracey和
Phillips，2016），面临组织身份被污名化的风险，进而难以改变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固有的

刻板印象与偏见，面临认知合法性的缺失，影响跨国企业经营与绩效提升。所以，政治关联的存

在使得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时更容易遭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负面评价与歧视，难以获得利益

相关者对其组织身份的认同与认可，容易遭受污名化风险，进而不利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合法

性的获取，影响绩效提升。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4：政治关联的存在，增强了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负向影响。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在进行样本选取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则：（1）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准确性以及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等原则，本文选取在沪深两市A股主板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

（2）跨国企业去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指的是企业从开始披露年报以来首次去特定东道国的

投资行为，并以此来统计其国际化绩效；（3）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获取难易程度，本文中欧盟

国际化绩效

• 国际化程度 • 种群密度
• 融资约束力 • 企业规模
• 企业年龄

假设2

假设3

假设1

地理距离

文化交流

组织污名

政治关联

假设4

 
图 1    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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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相关数据均采用欧盟这一整体来统计而非单个成员国；（4）计算企业对外

投资的国际化程度时，港澳台地区不计算入内；（5）剔除那些财务信息披露不完整、子公司信息

披露不完整以及企业性质无法判定的企业。结合近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趋势和样本

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择2006—2012年期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并基于以上样本筛选原则，通过在Wind数据库、同花顺数据库、中国咨询行上市公司文献库、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搜索或查阅有关海外子公司数量、企业性质、对外直接

投资数额等公告或信息，经过多方数据匹配并基于以上原则进行手工筛选，在剔除部分关键变

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97个有效样本，并以此来展开本文研究。

（二）变量与指标设计

1. 因变量

企业国际化绩效（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是指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

所获得的投资绩效。本文选用资产收益率（ROA）来表示企业国际化绩效，即企业净利润与资

产总额的比重。ROA作为企业一项盈利能力指标，在探究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已被国

内外学者广泛的选取与应用（Contractor等，2003；薛有志和周杰，2007；陈立敏，2014；陈岩等，

2014）。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指标测度方法，选取ROA指标来表示企业国际化绩效。由于绩效

的衡量需要一定的观察期，存在滞后性，故本文衡量绩效的时间窗为两年，即以企业首次去东

道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完成后2年的ROA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

2. 自变量

本文鉴于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定义、来源及影响，尝试将中国企业在开展海外直接投资时被

各个国家实施调查终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次数作为组织污名的代理变量，即用各个国家历年

对中国发起并实施的反倾销次数与反补贴次数之和的均值来具体量化组织污名。

3. 调节变量

（1）地理距离（geographical distance）
地理距离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两者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大，跨国企业去东道国投资时所面临的信息搜集成本、经营成本、合法性

缺失程度等就越大，影响企业跨国经营。关于地理距离的测量，本文主要参考Basu等（2011）学
者的观点，即以北京与各东道国首都或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地理距离的测量指标。数

据来源于谷歌地球。

（2）文化交流（cultural exchange）
通过文化交流，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可以加深彼此在价值观、道德规范等方面的了解。而多

频次的文化交流会逐渐改变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内心深处对跨国企业固有的刻板印象或偏见，

并对跨国企业不断做出正确的认知与判断，这对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提升绩效等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文化交流的测量，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观点，即以东道国所在国每年

来中国的旅游人数来衡量文化交流（Ayyildiz和Cengiz，2007；杜晓君等，2014）。数据来源于《中

国旅游统计年鉴》。

（3）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
根据相关分析发现，与政府有关联的跨国企业在去东道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更易遭受

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负面评价与歧视，且难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不利于合法性的

获取。对于政治关联的测量，本文以客观的、是否为国有控股这一虚拟变量作为政治关联的衡

量标准，即如果上市企业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或最大股东为政府部门，则认为该企

业为国有企业，且赋值为1；否则为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企业年报、企业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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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

（1）国际化程度

企业国际化程度越大，代表企业国际化经验越丰富，越容易获取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知

与认可，进而越易于获取更多的资源与市场机会，从而促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国际化绩效

（Kim等，1993）。本文借鉴Dunning（1993）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即以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

动中的国家数作为衡量国际化程度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企业年报、企业官网。

（2）种群密度

种群密度是指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已经存在的跨国公司的数量或者直接投资额（薛求知和

李倩倩，2011）。在种群进化初期，来自同一母国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集聚在一起，通过合作的

方式更易获得东道国合法性；而当种群密度较高时，企业间为争夺市场资源而激烈竞争，此时

企业获益可能性降低且面临更多劣势，难以获取合法性，影响绩效提升（Hannan和Freeman，
1987）。本文根据周楠等（2009）的观点，以被投资对象所在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其衡量

指标。数据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3）融资约束力

本文中的融资约束力用企业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资产负债率是评价企业负债水平的综合

指标，代表企业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能够反映企业所有者权益与债权人权益间的比例关系，

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熊建萍，2013）。本文对资产负债率的测量以企业期末总负债与总资

产的比率来表示，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4）企业规模

相比小型企业，规模大的企业可拥有的可支配资源会更多，在克服东道国各种不利因素方

面更具优势，其分摊成本能力也会更强，更易在东道国市场获得更高的期望绩效或盈利（康青

松，2015）。本文对企业规模的测量以企业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上市公

司企业年报和Wind数据库。

（5）企业年龄

经营期限较长的企业其经营经验相对较丰富，更易于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具有

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绩效的提升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现实年份减去企业成

立年份的方法来测量企业年龄，即指企业成立到首次去东道国投资所经历的物理时间，数据来

源于上市公司年报。

为使上述表述更为清晰，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及其测量指标的具体说明见表1。

表 1    变量及测量指标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 测量指标 数据来源
因变量 国际化绩效（IP） 资产收益率 Wind数据库

自变量 组织污名（OS）
其他国家对中国发起并实施反倾销的次数 世界银行官网
其他国家对中国发起并实施反补贴的次数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调节变量
地理距离（GD） 投资双方首都或中心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 谷歌地球
文化交流（CE） 投资企业所在国来中国的旅游人数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政治关联（PC） 是否为国有企业，是为1，否为0 上市公司年报

控制变量

融资约束力（FB）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重 Wind数据库
种群密度（PD） 被投资对象所在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国际化程度（DI） 企业海外从事投资活动的国家数 企业年报与官网
企业规模（SE） 企业期末总资产 Wind数据库
企业年龄（AE） 企业成立到第一次投资所经历的物理时间 上市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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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为更好地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检验，具

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在数据处理方面，由于地理距离、文化交流、种群密度及企业规模

所涉及的数据较大，本文对其均采用取对数处理，从而有助于降低异方差现象；在调节效应检

验中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均采用中心化处理。通过表2相关分析结果可知，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

化绩效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所遭受的组织污名越大，企业海外

经营中所获得国际化绩效就越低，假设1得到了初步验证。为了更好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

对所有的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均值在1.6左右，均小于临

界值10，这表示研究结果受多重共线性影响的可能性很小。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变量间的作用程度及验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相关估计模型并利用

SPSS19.0统计软件对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具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模型

1是基础模型，只引入了控制变量；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解释变量引入；模型3、模型4和
模型5是分别来验证地理距离、文化交流和政治关联不同情境下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

影响。

由表3可知，首先，组织污名降低了企业国际化绩效。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组织污名引入模

型2后，R2由0.282提高到0.322，组织污名显著为负，系数为−0.378，p<0.010，说明组织污名对企

业国际化绩效产生显著负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这一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

投资时面临组织污名的威胁，如何规避或者处理组织污名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是我国跨

国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其次，对于模型3、模型4和模型5，通过引入自变量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来分别检验地理距

离、文化交流和政治关联对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结果由表3可知：

（1）在模型3中组织污名与地理距离的交互项系数为−0.772，且调节效应在p<0.100水平下显

著，R2从0.322变为0.351。这说明地理距离强化了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

系，即地理距离越大，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认知成本就越高，就越倾向于利用来源国形

象等刻板印象对跨国企业进行替代认知与识别，从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难以获取合法性，

表 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结果

IP OS GD CE PC FB PD DI SE AE
IP 1
OS −0.360** 1
GD 0.178 0.018 1
CE −0.027 0.355** −0.496** 1
PC 0.212* −0.079 0.137 −0.175 1
FB −0.301** 0.274** −0.090 −0.012 0.052 1
PD 0.195 −0.026 0.019 0.495** −0.076 −0.236* 1
DI 0.313** −0.148 0.190 −0.342** 0.127 0.194 −0.207* 1
SE 0.053 −0.096 0.134 −0.145 0.363** 0.360** −0.047 0.276** 1
AE −0.079 0.063 −0.007 0.061 0.089 −0.128 0.035 −0.148 −0.012 1
均值 8.925 4.227 8.799 4.031 0.433 41.788 10.879 4.392 9.437 11.567

标准差 4.878 2.781 0.489 1.171 0.498 18.371 1.873 4.851 0.618 4.527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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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绩效提升。因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2）在模型4中，组织污名与文化交流的交互相对组

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交互项系数为0.536，且在

p<0.010水平下显著，R2从0.322变为0.426。这说明文化交流弱化了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

的负向作用，即文化交流越大，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越能够对跨国企业进行正确的认知与判断，

进而有利于改变其内心深处对跨国企业固有的负面评价与歧视，从而有利于合法性的获取，促

进企业国际化绩效提升。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3）在模型5中，组织污名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

对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强化调节作用，其交互项系数为

−0.903，且在p<0.010水平下显著，R2从0.322变为0.409。这说明政治关联增强了组织污名与企

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负效应，即相比较于非国有化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性的国有化企业去东道

国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容易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怀疑、否定与歧视，难以获得组织身份的认同，进

而遭受或面临合法性缺失，影响绩效提升，假设4也得到了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和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结合已有研究（薛有志和周杰，2007；Jiménez和
Delgado-García，2012；陈立敏，2014；陈岩等，2014）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税后利润/净资

产）作为ROA的代理变量对假设1至假设4重新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该

稳健性回归结果与表3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见本文所得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表 3    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间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OS −0.378** −0.407** −0.814*** −0.441***

(0.165) (0.165) (0.190) (0.158)
GD −0.708

(1.253)
GD×OS −0.772*

(0.436)
CE 1.139**

(0.467)
CE×OS 0.536***

(0.142)
PC 1.760**

(0.874)
PC×OS −0.903***

(0.317)
FB −0.099*** −0.076*** −0.070** −0.079*** −0.070***

(0.026) (0.027) (0.028) (0.026) (0.026)
PD 0.506** 0.519** 0.537** 0.089 0.435*

(0.242) (0.237) (0.235) (0.266) (0.229)
DI 0.393*** 0.359*** 0.323*** 0.334*** 0.397***

(0.096) (0.095) (0.096) (0.092) (0.091)
SE 0.688 0.362 0.234 0.704 −0.308

(0.776) (0.772) (0.773) (0.724) (0.777)
AE −0.080 −0.060 −0.078 −0.034 −0.032

(0.097) (0.096) (0.095) (0.089) (0.092)
R2 0.282 0.322 0.351 0.426 0.409

调整后R2 0.243 0.277 292 0.373 0.356
F 7.162*** 7.116*** 5.961*** 8.147*** 7.626***
N 97 97 97 97 97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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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合法性理论，从组织污名研究视角出发，以2006—2012年期间

首次去东道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

效的影响。并在发现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地理

距离、文化交流和政治关联3个情境因素对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 在国际化程度、种群密度、融资约束力、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固定的情况下，组织污名对

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遭受的组织污名

越大，企业国际化绩效就越低。究其原因，这是因为组织污名会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开展对

外直接投资时面临合法性缺失，不利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升。

2. 地理距离强化了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负向影响。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地

理距离越远，双边间的信息缺失程度就越大，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认知缺失和认知成本

就会越高，这时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越倾向于依赖跨国企业的来源国形象、企业声誉等刻板印象

或外部因素对其组织身份进行识别与判断，此时跨国企业面临被污名化风险就越大，进而难以

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造成绩效降低。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OS −0.553* −0.609** −1.207*** −0.638**

(0.315) (0.312) (0.375) (0.307)
GD −2.061

(2.372)
GD×OS −1.746**

(0.825)
CE 2.274**

(0.922)
CE×OS 0.667**

(0.281)
PC 3.572**

(1.697)
PC×OS −1.277**

(0.616)
FB −0.016 0.016 0.028 0.008 0.028

(0.049) (0.052) (0.052) (0.051) (0.050)
PD 0.099 0.117 0.161 −0.647 0.020

(0.457) (0.452) (0.444) (0.525) (0.443)
DI 0.690*** 0.642*** 0.569*** 0.650*** 0.692***

(0.199) (0.181) (0.182) (0.181) (0.177)
SE 3.988*** 3.512** 3.284** 4.047*** 2.230

(1.462) (1.470) (1.463) (1.428) (1.507)
AE 0.001 0.030 −0.012 0.061 0.058

(0.184) (0.182) (0.180) (0.176) (0.179)
R2 0.255 0.280 0.320 0.346 0.350

调整后R2 0.214 0.232 0.258 0.287 0.291
F 6.243*** 5.834*** 5.183*** 5.821*** 5.916***
N 97 97 97 97 97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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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交流能够显著地弱化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随着跨国企

业与东道国双边间的文化交流强度的逐渐增大，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业或其产品的了

解度和熟悉度就会逐渐加深，并在此基础上能够以一种更加客观、公正、合理的态度来对跨国

企业或其产品进行识别与判断，这时跨国企业面临污名化的风险就会降低，这有利于跨国企业

在东道国合法性的获取，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绩效的提升。

4. 政治关联能够强化组织污名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国有化企业在去东道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容易遭受组织污名的困扰。这是因为，国有化企

业自身所具有的这种“母国印记”或“天然烙印”使其更容易遭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歧视与否

定，更易造成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扭曲，进而难以获得组织身份的认同与认可，同非国有

化企业相比会面临更大程度的合法性缺失，严重负面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升。

（二）管理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本文从信号显示、双边文化交流、组织身份转变等角度给出降低跨国

企业组织污名、促进其国际化绩效的管理启示。

1. 中国企业进入地理距离较远东道国区位时，应积极利用信号显示机制克服组织污名。通

过信号显示活动向外界释放组织身份的信息，以此来降低或弱化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跨国企

业负面的来源国形象、刻板印象与偏见，以便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中国企业具有一个真实、客

观和理性的认知，进而规避或弱化组织污名。信号显示机制的优点是可信性高，因为企业荣誉、

权威认证是东道国权威机构对中国企业高度认可的结果，能够为企业的身份声明进行“背书”。
其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在东道国积极获取荣誉的方式来显示组织身份、弱化污名。比如，中远

连续多年被美国政府授予“创造就业奖”和“环境保护奖”，这些荣誉能够显示东道国“企业公

民”身份。其二，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获取权威认证进行组织身份的显示。例如，通过获取权威

的产品质量和安全认证显示“卓越”、“优质”等身份特征，增强企业可信度。其三，中国企业也可

借助积极的大国形象、华人资本网络、官方网站等方式及时披露身份信息，提高企业的透明度

和认知度（Lindorfer等，2016），以此来弱化或克服组织污名。

2. 中国企业在投资区位决策时，可以优先考虑与中国文化交流比较积极踊跃的东道国。这

是因为由于双边间高频次的文化交流，这些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对中国企业及其国家形象、企

业产品等均有了相对比较充分的认知与信任，有利于中国企业摆脱被污名化的风险与困扰，进

而促进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合法性的获取与绩效的提升。优先考虑同中国文化交流比较积极活

跃的东道国开展区位投资，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的东道国，其利益相关

者对整个中国的国家形象会产生积极的正面认知，所以当中国企业进入到东道国时，东道国利

益相关者会利用积极地国家形象来对企业进行认知与判断，有助于中国企业规避污名化风险；

其二，同中国文化交流比较活跃的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中国企业的产品、企业的形象等均有

了一定的认知，进而容易对中国企业形成正面的认知与认可，从而使得中国企业在东道国便于

获取合法性。

3. 国有企业进入东道国时，可以利用组织身份转变机制克服组织污名。中国国有企业的海

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频繁遭遇市场进入壁垒，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

企业标签常常包含“政府扶持”“追求政治目的”“非公平竞争”等含义，造成跨国企业面临组织

身份合法性缺失。因此，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组织身份变革的方式来获取东道国合法性，以此规

避国有企业易被污名化的风险（杜晓君等，2015）。组织身份变革主要是跨国企业改变自我认知

和行为的一种过程。具体看来：其一，国有企业需要及时采用真实的身份替换误解性身份，比如

用“以营利为目的”替换“追求政治目的”，用“自主经营”替换“政府扶持”等，积极践行市场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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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模式，不断提高“企业公民”的突出性；其二，国有企业应不断提高企业透明度，及时披露企业

的所有权结构信息，并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建立有效地沟通机制和信任机制，以期消除对组织

身份的误解与曲解，获取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正确的认知与认可，进而规避污名风险。

尽管本文尝试性解释了组织污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丰富了国际化绩效影响因素

的研究视角，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有关组织污名的测量可能存在偏差。因为已有研究并

未对组织污名进行测量，本文运用代理变量对其进行测量，难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针对

这一问题，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组织污名的测量指标进行量表开发来展开进一步

分析。比如：基于组织污名的三个反应维度，按照Churchill（1979）提出的量表开发范式，以开展

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为调查对象，并基于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情境下通过访谈和

调查问卷，开发组织污名量表，以此来测量组织污名。（2）本文并未阐述中国企业克服组织污名

的机制，尽管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普遍面临着组织污名的困扰，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在进入

到东道国以后成功克服了组织污名，比如海尔、华为等（杜晓君等，2015）。为此，后续研究可以

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来解释和阐述不同企业克服组织污名的动态机制，为中国企业提供借鉴

意义。（3）鉴于海外子公司绩效与其真实绩效具有较大偏离，本文利用投资主体母公司绩效来

衡量国际化绩效，建议后续研究可以选用大样本调查问卷来具体测量海外子公司真实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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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help Chinese enterprises to
explore overseas markets, acquire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es, and circumvent trade protection and trade
barriers while operating overseas, thereby promot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continue to move
towards a higher performance level.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level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s not an easy task.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hinese enterprises often encounter a series of “taking-for-granted”
unwarranted accusations, negative comments or stereotypes from host country stakeholder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ether the existence of stigma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and what are the situational conditions for this effect, it is a major issue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Although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a rich explanation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ere are few studi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stigma.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igma theory,
this paper firstly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legality
theory,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ol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exchange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tigma  an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97 investment events in
which Chinese enterprises first went to the host country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2006-2012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uses SPSS19.0 analysis software to perform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tigma an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will strengthen this
negative effect, while cultural exchange will weaken this negative effect. The research findings will hav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how to effectively avoid and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tigma, and actively acquire the legitimacy of host countries and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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